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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

争,稳外贸除了继续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培育以管理能力为基础

的企业出口竞争新优势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

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度量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采

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对出口行

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1)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

向和出口强度,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依然成立;(2)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

平进而促进企业出口;(3)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融资

约束较小、运营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突出。 本研究有助于从改善企业

自身管理能力的视角为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及进一步培育我国出口

竞争优势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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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我国出口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并在

2009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

叠加影响使得全球总需求进一步收缩。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

望》,世界银行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1. 7%,是近 30 年来的第三

低增速,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步入衰退的边缘(World
 

Bank,2023)。 因此,我国所

面临的外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大大提高。 同时,我国经济自身也面临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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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遇阻等新问题。 在此背景下,稳外贸

成为我国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方

面,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稳定外贸规模不仅有利于稳定和增

加国内就业,更重要的是通过促稳提质,逐步确立起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深度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稳外贸能

够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促进我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资

源和要素从低效率企业转移至高效率企业,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稳住外贸基本盘需要聚焦外贸企业,这不仅要求为

出口企业提供良好的外贸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企业自身通过深入开拓新兴经

济体市场以及东盟、“一带一路”等区域市场等途径来稳定出口规模。 因此,作
为出口的主体,稳外贸的逻辑起点在于确认决定企业出口的因素,通过改善或

调节这些因素从而稳定外贸主体,巩固并进一步扩大企业出口。 异质企业贸易

理论认为,只有具备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出口,即存在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

效应(Melitz,2003),部分国内学者也证实了这一效应在中国仍然成立(钱学锋

等,2011),此后有关生产率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重要文献之

一。 不可否认的是,此类文献大多是将企业生产率视为企业技术能力,虽然在

此基础上部分文献通过分解生产率的内在构成,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的相

关影响因素如技术创新等对出口行为的作用(Caldera,2010),但仍然是从技术

角度进行分析。 除技术能力外,管理能力是企业另一类最为重要的能力(周茂

等,2015),部分文献也开始逐步重视管理能力对企业效率的重要性,如 Gort
 

and
 

Lee(2003)利用美国的经验证据说明管理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制

造业生产率的进步。 但是尚未有文献关注到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并展

开对应评估。 那么,管理能力作为体现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特征以及生产率的

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出口

强度呢? 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是通过何种路径发挥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对不

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呢?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这将为企业通过改

善自身管理能力扩大出口,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我国稳外贸稳增长和培育出口

竞争新优势提供重要启示。
事实上,管理作为企业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计划、组织、领

导、控制、实施活动,与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共同构成完整的生产过程,具备较

强的管理能力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进而能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

方式(雷明和孙曙光,2010)。 从理论上来说,管理作为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工

具(Acemoglu
 

et
 

al. ,2018),能够调整内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使用,因此

也成为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程虹,2018)。 针对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

的影响作用,相关学者主要进行了两方面论证,一类是利用企业投入衡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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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如 Gort
 

and
 

Lee(2003)利用美国制造业数据发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对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类是从企业管理团队的背景特

征角度出发,如 Acemoglu
 

et
 

al. (2018)论证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部分特征因素

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那么,管理能力是否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

一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呢? 这也将是本文研究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的关键所在。
本文基于 2012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管理能力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相较于以往文献更多关注技术及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本文基于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出口

行为进行研究,是对当前研究企业出口行为文献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关

于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2)本文从企业生产率、出口模式以及创新

水平出发,分别确认了管理能力提升促进企业出口的内在机制。 并进一步从企

业所处地理区位、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管理能力对企业

出口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后续的结构安排为:第 1 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第 2 部分是估

计策略、变量与数据;第 3 部分是经验研究结果;第 4 部分是机制分析;最后一

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1.1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对此将从四个方面梳理相

关文献:第一,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量化企业管理能力的研究;
第三,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第四,企业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因素影

响企业出口的研究。
既有文献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首

先,外部贸易条件变化会影响企业出口。 如田巍和余淼杰(2013)基于进口中间

品的角度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

化带来的中间品关税以及其他投入成本的大幅下降能够显著扩大企业出口。
Crowley

 

et
 

al. (2018)基于 2000—2009 年中国海关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构造准自然实验,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中国企业进入出口

市场的概率,如果不存在由关税造成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国企业进行出口

的概率平均每年提高约 2%。 除了上述不可预期的外部政策冲击外,根据边际

产业扩张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扩大与目标国的成本差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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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为两国的贸易创造有利条件(Kojima,1978),相关文献也论证了我国对

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的机会,还能够进一步扩大出

口规模(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 其次,内部贸易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推动企业

出口。 针对这一视角,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了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水平等条件的

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Feenstra
 

et
 

al. ,2014;Coşar
 

and
 

Demir,2016)。 从

企业层面来看,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生产率与

企业出口行为展开研究。 如 Crespi
 

et
 

al. (2007)利用英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生产

率较高的企业会通过“自我选择效应”进行出口;钱学锋等(2011)等国内学者

通过使用中国本土的企业数据进一步说明了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弥补沉没成本

从而有利于企业出口,再次证实了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 除了生产率之

外,部分学者还考虑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金
融化行为对其出口的影响。 如 Caldera(2010)等研究说明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会对企业的出口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Yadav(2014)研究论证了企业信息化水平

的提高可以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信息成本,对提高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妍妍等(2015)发现获得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可以通过

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出口。 马妍妍和俞毛毛

(2021)认为企业短期的金融性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的“扩展

边际”;而在长期这种金融化行为则会“替代”企业出口,降低出口的“集约边

际”。 但上述角度也多是将生产率进行解构,仍然属于企业的技术能力范畴。
总结来看,既有研究已经从宏微观方面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

的讨论,并探究了这些因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和渠道,但尚未有文献

关注到企业管理能力这一微观视角。
对于如何定义企业管理能力既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其量化,但目前

尚未达成一致。 Andersson
 

and
 

Svensson(1994)使用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考察

企业的管理能力;Bloom
 

and
 

Van
 

Reenen(2007)开创性地提出能够测度企业管

理特征的管理效率调查问卷,利用国际调查数据的 18 项标准从绩效、考核、管
理实践等方面考察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将企业管理能力划分为 1 到 5 个等

级,等级越高则表示管理能力越强。 相比之下,更多研究则使用管理投入、管理

费用等指标表征企业的管理成本,并认为管理成本越高意味着企业对组织管理

的投入越多,则管理能力就越高(Eisfeldt
 

and
 

Papanikolaou,2013;周茂等,2015;
Giorcelli,2019)。 除了企业自身投入外,由于人口自身背景因素会对其行为产

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不同背景特征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管理

行为,从而影响其管理能力,如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管理者更加具备全球化思

维,能够推动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效率,对企

业国际化经营有积极作用(Giannetti
 

et
 

al. ,2015)。 相关文献也探讨了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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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政治背景等特征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李焰

等,2011)。 回顾既有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当前的衡量方法可以反映企业组织管

理的部分特征,但尚未实现对管理能力的充分展现,因此这也为本文重新量化

企业管理能力提供了可能。
管理能力及其特征因素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直接构造表征企业管理能力的指标,考
察其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Gort

 

and
 

Lee(2003)将企业的管理能力来源定义

为三个方面,并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
现二者具有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周茂等(2015)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

费用投入对管理能力进行量化,认为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进入模式的选择,管理能力越高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 程虹(2018)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构造了管理效率指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越高,越有利于企

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Giorcelli(2019)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进

行因果识别,认为开展管理培训可以优化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企业的

管理水平和能力,从而能够改善营业收入、全要素生产率等企业绩效。 Qiu
 

and
 

Yu(2020)构造了表示管理效率的指标,发现管理效率越高的企业,其出口产品

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者通过考察表示企业管理

能力的特征因素,间接讨论了管理能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相关文献认为企业

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如学历、年龄、政治背景、海外背景、工作经历等对企业的技

术研发、运营绩效、社会责任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较为显著(刘运国和刘雯,2007;
Saidu,2019;张琦等,2019)。 可见,关于企业管理能力与其微观经济行为之间的

关系,既有研究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鲜有研究涉及管理能力如何影响

企业出口行为这一重要视角,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对现有文献作出有益补充。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还来自于企业管理者背景特征与出口行为关系的

研究。 由于人口自身背景因素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企业管

理者的不同背景特征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管理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其

管理能力,因而这些特征因素也可能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 特别是与

企业出口等国际化行为高度关联的背景特征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生重要影

响。 首先,具有丰富出口工作经验的高管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用十分明

显。 Masso
 

et
 

al. (2015)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出口经验越丰富,对企业出口倾向的

促进作用就越显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具有地区专有性,且当

出口目的地越近时,作用效果越明显。 其次,对于具有海外学习或者留学背景

的企业高管而言,他们不仅更加了解留学国家的市场信息,并且一般而言具备

更高的技术素质和专业素养,因此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和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等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并提高出口规模(许家云和孙文娜,2017)。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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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era-Echeverri
 

et
 

al. (2016)、綦建红和杨文慧(2020)等发现企业内具有海外

工作经验的高管比例越高,对于企业出口强度的积极作用也就更加明显,并且

这一比例积累到一定规模后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 这是由于这

类企业高管会更加重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加之他们对目标国市场更加了解,
因此依靠其自身的多元化知识、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经验能够降低企业出口的不

确定性,对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具有积极影响。 同时,具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

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带来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并且这些

高管在以往的工作履历中已经与多数国际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起一定的合作

关系,因此能够缓解企业出口的竞争压力,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与绩

效(Oxelheim
 

et
 

al. ,2013)。 综上所述,虽然企业管理者的部分背景特征会对其

管理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够全面表征管理能力这一特征,因此,本文的

研究工作将从新的视角对管理能力这一变量进行界定,直接考察管理能力对企

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
本研究能够对既有相关研究作出一定有益的补充,体现在:首先,从管理能

力这一表示企业生产组织水平的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企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强

度的影响,是对当前主要从生产率等技术能力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出口行为文献

的补充和完善,丰富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

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利用企业高管

的工作经验表征管理能力,是对衡量企业管理能力的有益探索,对于企业如何

优化自身管理水平以更好应对出口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最后,阐述

了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强度的机制渠道,证实了管理能力是通

过提高企业效率和创新水平这一重要途径促进企业出口,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率

对企业出口的重要意义。

1.2　 理论假说

管理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环节,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表现

之一(雷明和孙曙光,2010),也是除了生产率以外企业异质性的重要体现(Qiu
 

and
 

Yu,2020),能够对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有利

于提高企业的整体运营绩效。 如 Bloom
 

et
 

al. (2010)认为管理效率的高低会影

响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决策,并且对产品生产的监

督、审核等活动产生影响,最终将对企业产品的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 周茂等

(2015)研究发现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
管理能力越高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 针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许家云和

孙文娜(2017)、綦建红和杨文慧(2020)等认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企业高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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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并且由于他们对目标国市场更加了解,因此依靠

其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经验能够推动企业进行出口。 Masso
 

et
 

al. (2015)
认为企业管理者的出口经验是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驱动力,这也意味着如果管

理者具有较强的出口经验,那么企业就更加倾向于出口。 同时,具有跨国公司

工作经验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带来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
并且上述高管在以往的工作履历中已经与国际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起一定的

合作关系,因此能够缓解企业出口的竞争压力,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

与绩效(Oxelheim
 

et
 

al. ,2013)。 除了能够影响企业管理能力的个人背景特征

因素外,管理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管理

水平较低的企业,其产品竞争力往往较差,不仅会影响其能否进入国外市场,还
会进一步决定其贸易利得。 Qiu

 

and
 

Yu(2020)构造了表示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指

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越高的企业,进一步扩大其出口产品范围的可能性就越

大。 张体俊等(2022)利用表示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累积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

投入表征企业管理水平,认为投入费用越高则企业的管理能力越强,对于企业

出口的二元边际和出口质量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此外,管理能力较高的企业

通常具备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通
过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能够进一步降低使用时的摩擦成本从而发挥出更大的

出口促进效应(孙浦阳等,2018)。 胡昭玲等(2020)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在
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具备更高管理能力的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人力资

本优势,利用全球分工渠道积极协调上下游生产联系,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

生产交易成本,并且促使企业从出口中学习,不仅有助于扩大企业出口,还能够

突破技术升级瓶颈提升出口竞争力。 可见,无论是代表管理能力的高管特征因

素还是其他关于管理能力的量化分析,都说明了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可能

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1:

 

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
具体而言,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是通过何种渠道实现的呢? 首先,

从企业效率与成本角度看,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自选择”关系已经得到了

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克

服出口成本从而有利于其进入出口市场(钱学锋等,2011)。 出口企业需要降低

进入海外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沉没成本以推动企业持续出口,同时还能够以

此降低企业退出的风险并进一步提高出口强度(段文奇和刘晨阳,2020)。 因

此,如果企业具有更高的管理能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那么就

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出口,而管理能力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关系已经得到了

众多学者的论证。 如 Bloom
 

et
 

al. (2013)运用随机实验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提升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 李唐等(2018)发现管理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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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能够通过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力和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李唐等(2020)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能力提升还能够从增强风险预测能力、改善

人力资本、提高创新能力等方面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而 Lohrke
 

et
 

al. (2003)探
究了高管背景的影响作用,认为出口企业的高管团队多样化程度越高,在面临

出口不确定性因素中越容易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就越明

显。 与此同时,出口企业面临着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出口模式选择,虽然

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间接出口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但由此造成的产品价格提高

不利于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长期发展。 而直接出口则需要面对运输过程的“冰
山”成本和在目标国市场建立营销渠道等可变成本,因此,如果企业通过提高管

理能力有利于其扩大直接出口的比例,说明管理能力提升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出

口的生产率和成本条件,也意味着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出口强度的可能性会大

大提升,通过这一途径将进一步证实管理能力对企业扩大出口的影响作用。 其

次,创新对企业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较好

地整合内部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继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压缩产

品价格,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入出口市场

(Caldera,2010),进而可能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进一步影响。 因此,如果企

业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有效提升创新能力,那么可能会对该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

积极的引导作用。 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可能通过人力资本升级从而提高整体的

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促进资源更加优化配置,并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 邓

悦和蒋琬仪(2022)充分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提高企业

管理效率和劳动力素质,形成企业内部年轻化的人力资本,并借此提高了企业

的创新能力。 程虹等(2018)也认为管理效率可以充分体现企业的管理水平和

能力,其对企业的研发创新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 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2:

 

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企业

出口。

2　 估计策略、变量与数据

2.1　 估计策略

　 　 为了研究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一种较为直观的方法是使

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直接回归分析,但这种做法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首
先,管理能力不是完全外生的。 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一部分,不同企业的管理能

力差异并非完全随机分配的,可能与企业规模、要素禀赋等企业特征高度相关

(程虹,2018),因此直接使用 OLS 考察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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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有较多企业的出口占比值为

零,即不存在出口行为。 如果直接将这些样本剔除,则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

误。 这是由于企业是否出口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假如只考虑进入出口市场

的企业就极有可能出现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这种非随机的样本选择也

会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
为了最大限度解决上述问题,从而使评估更加科学合理,本文将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Heckman,1979)进行估计。 Heckman 两阶段模型通过加

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估计值,能够较好地解决出口行为中的样本自选择问

题。 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本文针对企业是否出口,利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第二阶段在企业是否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

响,两个阶段的回归方程具体如下:
Probit choiceicj = 1{ } = α1 + α2 lmanageicj + α3qualityicj + δX icj + θi + θc + εicj

(1)
Intensityicj = β1 + β2 lmanageicj + σX icj + γMicj + θi + θc + εicj (2)

其中,脚标 i、c、 j 分别表示行业、城市、企业,被解释变量 choice 代表制造业企业

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Intensity 表示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lmanage 代表企业的

管理能力;quality 为企业是否获得产品质量认证的虚拟变量①,作为阶段一区别

于阶段二的识别变量;θi 是企业所在行业的固定效应,控制行业内所有企业面

临的共同行业特征影响,θc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内所有企业

面临的共同城市特征影响;Micj 为逆米尔斯系数;εicj 为随机误差项。 最后,除了

管理能力外还存在其他企业层面的特征可能会对评估产生影响,对此本文参考

李兵和李柔(2017)等的做法控制了如下变量(X icj):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本

密集度。

2.2　 变量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包含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两个核心被解释变量。 出口倾向是用于判

断企业当年是否进行出口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出口则赋值为 1,未出口则赋值

为 0。 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用企业国内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值来判断企业

是否出口,具体而言,如果该比值为 1,意味着企业的所有产品均销往国内,即企

业不存在出口行为(choice = 0);反之,如果该比值小于 1,意味着该企业的部分

产品出口至国外市场,则企业进行了出口(choice = 1)。 出口强度( Intensity)利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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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查数据中直接出口销售额和间接出口销售额的总和占企业当年销售总额

的比重来表示,表征企业的出口规模大小。

2.2.2　 解释变量

企业管理能力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对于如何定义企业管理能力既有

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其量化。 Bloom
 

and
 

Van
 

Reenen(2007)开创性地提出

能够测度企业管理特征的管理效率调查问卷,利用国际调查数据的 18 项标准

从绩效、考核、管理实践等方面考察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将企业管理能力划分

为 1 到 5 个等级,等级越高则表示管理能力越强。 相比之下,更多的研究则使

用管理投入、管理费用等指标表征企业的管理成本,并认为管理成本越高意味

着企业对组织管理的投入越多,则管理能力就越高(周茂等,2015;Giorcelli,
2019)。 除管理成本外,部分研究还利用主营业务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以及

表示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累积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来衡量企业的管理水平

(Eisfeldt
 

and
 

Papanikolaou,2013)。 可见对于企业管理能力的准确度量具有较

大的难度,既有文献目前也尚未形成一致,上述度量方法还存在如下问题:一
是,基于量表的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仅仅适用于部分被调查企业,并不

适用于本文的企业样本;二是,从管理成本的视角只能一定程度间接表征管理

能力,缺乏对管理能力总体特征的直接考量。 对此,受制于可得的企业样本信

息数据,尽量更为客观直接地表征管理能力的总体特征,本文研究较为创新地

使用企业高管在本行业的工作经验来衡量管理能力。 通常来说工作经验丰富

的管理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并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较

大影响。 具体地,本文使用调查数据中 b7———“高管在本行业的工作年限”并

取对数来表示企业的管理能力。 后文还将进一步采用“是否引入新管理流程”
替换度量企业管理能力进行稳健性检验。

2.2.3　 控制变量

产品质量认证。 使用“企业是否获得国际组织质量认证,例如 ISO9000、
ISO14000、HACCP 等”表示,如果获得认证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选择产品质

量认证作为区别两个阶段的控制变量是因为,通过国际质量认证有利于提高企

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帮助企业开拓出口市场(郑妍妍等,2015),而
进入出口市场后,这种认证对出口强度的大小将不会产生进一步影响。

企业年龄。 企业年龄一般是指企业的存续时间,即在行业中经营的年限。
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其市场经验将不断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将不断增强、资源

配置和风险防控的能力会更加完善,并且也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Jensen
 

et
 

al. ,
2001),从而可能对其出口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企业存续时

间的增加,其面对市场的灵活性也有可能固化,进而可能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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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利影响。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需要对这一特征进行控制,具体而言,本文使

用 2011① 减去“企业正式注册的年份”得到企业截至 2011 年的经营年限,然后

再取对数得到“企业年龄”变量。
企业规模。 除了生产率之外,相关研究发现较之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

更有能力进入出口市场且出口强度更高。 Lancheros
 

and
 

Demirel(2012)认为企

业规模已经逐渐成为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认

为,具备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进入出口市场的原因在于生产率能够弥补巨额

的沉没成本。 从成本角度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更有实力应对出

口成本。 因此,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问题 L1———“2011 年企业拥有全职员工数

量”并取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
资本密集度。 作为体现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密集度对企业的

出口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Lu(2010)发现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生产

率越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国内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国外市

场,表现出与“自选择效应”相反的结果。 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总固定资产(机
械、交通运输工具、设备加土地和建筑的总和)除以公司的员工数,再取对数得

到资本劳动比用以衡量资本密集度。
逆米尔斯系数。 根据 Heckman(1976)对样本自选择问题的纠正方法,在第

一阶段预测每个企业进行出口的概率,然后可以将所有企业出口的概率合成一

个新的变量,即逆米尔斯系数。 这个新变量将作为第二阶段的控制变量,所得

到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可以用来说明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偏差以及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法的必要性。

2.3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是 2012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微观调查问卷数据。
该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这种方法较之简单随机抽样更适用于针对异质性企

业的研究,并且更容易控制调查成本,调查问卷所呈现的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

体现企业特征。 该问卷一共包含了十四个部分,分别是企业的调查准备、基本

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产销情况、竞争程度、生产能力、土地和获得许可情况、
技术创新、违法犯罪、金融发展、政商关系、企业员工、营商环境以及运营绩效,
数据涵盖内容较为全面,可以从中获得企业不同层面的具体指标,方便本文选

取所需内容展开研究。 从调查范围来看,该问卷涉及来自制造业、服务业和零

售业共计 2700 家私营企业、148 家国有企业以及 86 家外资企业,调查样本均匀

分布在东中西部的 25 个城市。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数据样本中的制造业

87

① 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实际是在 2011 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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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727 家企业。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出口 1207 0. 3281 0. 4697 0 1

出口强度 1207 0. 1439 0. 2715 0 1

解释变量 管理能力 1207 2. 7535 0. 4614 0. 6931 3. 8501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1207 2. 3302 0. 5759 0 4. 8203

企业规模 1207 4. 3692 1. 1314 1. 6094 6. 1092

资本密集度 1207 14. 6920 16. 0621 0. 4 57. 6923

质量认证 1207 0. 7084 0. 4547 0 1

3　 经验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与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对比并证明选择该模型的必要性,本文分别

考察了不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 Probit+OLS 回归以及 Heckman 两阶段回归,表 2
汇报了两类回归的具体结果。 如表 2 第(1) ~ (4)列所示,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

其他特征因素以及行业和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无论是 Probit+OLS
还是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模型,核心解释变量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对出口倾

向的估计系数为 0. 3578 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对出口强度的估计系数值分别

在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高管管理能力越强企业越倾

向于出口,且对于已出口企业而言,管理能力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

扩张。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因素有利

于促进企业的出口以及进一步提高出口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表 2 第(4)列
所示,逆米尔斯系数(Mills)的估计系数值显著为正,表明在本文的研究中出口

企业的样本选择偏差确实是存在的,也再次证明了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法的必

要性,因此,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表 2　 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

Probit+OLS Heckman 两阶段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 3578∗∗∗ 0. 0430∗∗ 0. 3578∗∗∗ 0. 0943∗∗∗

(0. 1111) (0. 0180) (0. 1111) (0.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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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行为

Probit+OLS Heckman 两阶段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企业年龄
-0. 1495∗ -0. 0439∗∗∗ -0. 1495∗ -0. 0651∗∗∗

(0. 0788) (0. 0151) (0. 0788) (0. 0185)

企业规模
0. 3570∗∗∗ 0. 0425∗∗∗ 0. 3570∗∗∗ 0. 0990∗∗∗

(0. 0453) (0. 0066) (0. 0453) (0. 0297)

资本密集度
0. 0118∗∗∗ 0. 0007 0. 0118∗∗∗ 0. 0025∗∗

(0. 0030) (0. 0004) (0. 0030) (0. 0010)

质量认证
0. 1671 0. 1671

(0. 1143) (0. 1143)

Mills
0. 2035∗∗

(0. 098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912 0. 1942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从不同估计方法、替换解释变量、排除外

资企业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3.2.1　 不同的估计方法

基准回归中,本文在 Heckman 选择模型的第一阶段使用 Probit 方法进行估

计。 为了排除估计方法选择偏误,本文将在第一阶段分别改用线性概率模型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和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表 3 的第(1) ~ (2)列
是第一阶段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管理能力提升对企业

出口倾向及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3) ~ (4)列是第一阶段使用 Logit 模
型估计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一致,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越高,
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并且能够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 上述结果均说

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①。

3.2.2　 替换解释变量

如何有效衡量管理能力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由于企业管理能力的衡量较为

08

① 由于 Probit 与 Logit 所使用的分布函数不同,其所估计出的原始系数并没有特定的经济意义,在此

我们并没有比较三种估计方法下的选择模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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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使用高管的工作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只能部分反映其大小,对此我们进一

步使用调查问卷中“是否有引进新的管理流程”作为管理能力的替换变量重新

进行估计。 引入新的管理流程一方面体现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于创新活动的

重视程度,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引入新的管理流程可能

会弥补既往管理过程中的不足,使企业的组织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并且有效提

升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与效率,从而会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对此,
本文构造“是否引入新管理流程”变量。 具体而言,如果企业引进新的管理流程

则取值等于 1,否则为 0。 估计结果如表 3 第(5) ~ (6)列所示,可以发现,替换

后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引进新的管理流程”对是否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符号也为正,说明管理能力的改善有效地促进了企

业出口选择。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了管理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企业出口。

表 3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

变量:
企业出

口行为

不同的估计方法 替换解释变量 排除外资企业

(1) (2) (3) (4) (5) (6) (7) (8)

是否出口

(LPM)
出口

强度

是否出口

(Logit)
出口

强度

是否

出口

出口

强度

是否

出口

出口

强度

管理能力
0. 1040∗∗∗

(0. 0322)
0. 1045∗∗∗

(0. 0387)
0. 6026∗∗∗

(0. 1942)
0. 0890∗∗∗

(0. 0282)
0. 4146∗∗∗

(0. 1168)
0. 1391∗∗∗

(0. 0437)

是否引入新

管理流程

0. 2834∗∗∗

(0. 0890)
0. 0222

(0. 0206)

企业年龄
-0. 0411
(0. 0251)

-0. 0679∗∗∗

(0. 0201)
-0. 2492∗

(0. 1347)
-0. 0627∗∗∗

(0. 0175)
-0. 0625
(0. 0735)

-0. 0421∗∗∗

(0. 0147)
-0. 1237
(0. 0831)

-0. 0631∗∗∗

(0. 0197)

企业规模
0. 1006∗∗∗

(0. 0122)
0. 1074∗∗∗

(0. 0374)
0. 6140∗∗∗

(0. 0802)
0. 0942∗∗∗

(0. 0254)
0. 3630∗∗∗

(0. 0460)
0. 1040∗∗∗

(0. 0326)
0. 3610∗∗∗

(0. 0467)
0. 1190∗∗∗

(0. 0375)

资本密集度
0. 0033∗∗∗

(0. 0009)
0. 0027∗∗

(0. 0012)
0. 0199∗∗∗

(0. 0052)
0. 0023∗∗

(0. 0009)
0. 0120∗∗∗

(0. 0030)
0. 0027∗∗

(0. 0011)
0. 0108∗∗∗

(0. 0031)
0. 0027∗∗

(0. 0012)

质量认证
0. 0475 0. 2668 0. 1425 0. 1006

(0. 0322) (0. 2007) (0. 1147) (0. 1177)

Mills 1. 0733∗

(0. 5864)
0. 1050∗∗

(0. 0468)
0. 2143∗∗

(0. 1085)
0. 2919∗∗

(0. 1262)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2209 0. 1935 0. 1952 0. 1879 0. 1963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7 1200 1200 1151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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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排除外资企业样本

按照企业性质划分,我国的部分对外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这部分企

业从其母国“落户”至中国,然后再将其产品出口至母国及其他国家。 值得关注

的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为了服务其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等战略的需要,
而不是由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所导致的(周茂等,2015)。 事实上,成熟的国

外销售渠道使得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至目标国市场所面临的出口成本相对较

低,因此并不需要较高的生产率弥补沉没成本。 此外,Lu
 

et
 

al. (2010)等研究发

现外资企业可能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的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对外资企业

出口的特殊性进行考察。 对此,本文在制造业企业样本中剔除外资企业的子样

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的第(7) ~ (8)列所示,可以看出,排除外资企业

样本后,管理能力的估计系数在两个阶段都为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再次证实了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积极作用。

4　 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机制分析

前文的估计结果已经表明管理能力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以

及出口规模的扩张,那么这种促进效应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呢? 此外,管理

能力作为企业内部极为重要的生产发展因素,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出口行为是

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呢? 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展开详细分析。

4.1　 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的机制分析

4.1.1　 管理能力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1)
 

管理能力与企业生产率

雷明和孙曙光(2010)将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分解至管理能力层面,说明管理

能力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管理方法的

改进,进一步还能推动企业生产要素质量、产品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一系列

活动的增强,因此能有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程虹,2018)。 同时,异质性企

业贸易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是其出口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出口需

要克服较高的贸易固定成本,具有一定的进入壁垒,因此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

才有能力弥补这类成本,并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所以,本文可以合理推测,生产

率水平的提升是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一个重要渠道。 为了刻画企业

生产率,本文借鉴叶蓁(2010)的做法,采用销售收入与员工人数之比的对数值

衡量企业生产率。 表 4 第(1)列报告了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

显著性与预期一致,说明管理能力越高对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这能够为提高企业出口倾向以及扩大出口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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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能力与企业直接出口占比

对于企业而言,其产品的销售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销售至本国市场,另一种

则是出口销往海外市场,而企业如果进行出口将面临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

选择。 间接出口一般是企业以贸易中间商为中介,间接地将所生产的产品销售

至国外市场,这种出口方式能够较好地缓解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降低“自选择

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门槛要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出口将变得更加容易。 而直

接出口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出口成本,这部分成本不仅包含产品的运输费用,
还包括企业在目标国市场相关的销售费用。 因此,如果企业能够进行直接出

口,说明企业的生产率等条件足以弥补这部分成本,并且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
这也将促使企业继续扩大出口规模。 本文认为,如果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扩大

企业直接出口的比重,也就意味着管理能力提高能够给企业创造生产率和成本

等方面的优势,将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十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对此,本文

使用调查数据中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直接出口比,以此来考察企业直

接出口的强度。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第(2) ~ (3)列所示,可以看出管理能力越

高的企业不仅会主动选择出口,还会提高直接出口的规模。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

明,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企业直接出口的比重,在这种出口模式下将进

一步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

4.1.2　 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为了进入出口市场以及维持出口规模,必须

进行不断地创新,创新水平越高,则企业的出口规模越大(Raymond,1966)。 一

般而言,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整合企业内部资源,通过技术升级可以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压缩产品价格,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从而

使得上述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入出口市场(Caldera,2010)。 对此,本文将从两

个方面对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刻画,以研究管理能力提升能否通过创新渠道来

扩大企业的出口。 如何有效量化企业的创新水平是一个关键点,使用研发

(R&D)投入以衡量企业创新是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对此本文做如下处

理:首先,利用调查数据中企业自身是否存在 R&D 投入活动(存在赋值为 1,否
则为 0)以衡量企业独立创新水平,其次利用外部企业与企业自身是否存在研发

投入合作(存在赋值为 1,否则为 0)来衡量企业的合作创新水平,然后使用

Probit 模型分别进行回归。 如表 4 第(4)列和第(5)列所示,管理能力对独立创

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能力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独立创新水

平,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而管理能力提升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效果

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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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出口的渠道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生产率 是否出口 直接出口比 独立创新 合作创新

管理能力
0. 2135∗∗∗

(0. 0691)
0. 3578∗∗∗

(0. 1111)
0. 1327∗∗∗

(0. 0481)
0. 3399∗∗∗

(0. 1164)
0. 0742

(0. 1567)

企业年龄
-0. 0615
(0. 0562)

-0. 1495∗

(0. 0788)
-0. 0666∗∗

(0. 0273)
-0. 0978
(0. 0799)

-0. 0558
(0. 1099)

企业规模
-0. 0033
(0. 0297)

0. 3570∗∗∗

(0. 0453)
0. 1585∗∗∗

(0. 0416)
0. 3769∗∗∗

(0. 0448)
0. 3353∗∗∗

(0. 0689)

资本劳动比
0. 0302∗∗∗

(0. 0021)
0. 0118∗∗∗

(0. 0030)
0. 0052∗∗∗

(0. 0015)
0. 0176∗∗∗

(0. 0032)
0. 0099∗∗∗

(0. 0038)

质量认证
0. 0542

(0. 0635)
0. 1671

(0. 1143)
0. 0865

(0. 1122)
0. 0687

(0. 1686)

Mills
0. 2598∗

(0. 141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3060 0. 1725

观测值 1207 1207 1207
 

1203 1201

4.2　 管理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前文估计所得的平均效应表明,高管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

口倾向并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张,但是由于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对于不

同类型的企业,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对于该问题的探讨

有助于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管理能力出口促进效应的形成机理。 因此,本部分

将分别从企业所属区域、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等三个方面进行分组考察。

4.2.1　 区分企业所属区域

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当前我国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

的企业,一般而言较之中西部地区企业具备更高的运营水平和生产能力,可能

会对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有必要对这一现实因

素进行考虑。 本文使用的 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问卷所涉及的企业主

要分布在我国的 25 个城市,按照“十一五”规划中的相关要求本文将上述 25 个城

市区分为中西部和东部城市,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 ~
(4)列所示。 可以看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高管管理能力提升对于企业的

出口选择以及出口规模扩张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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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提升则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出口的强

度。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在生产率、创新水平等方面整

体上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因此管理能力提升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出口促进作

用;另一方面,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企业发展起步较早,接受并吸收国

外先进管理经验的时间较长,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本土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
并且可以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体系,因此当企业高管管理能力提升时,能
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出口促进作用。

表 5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所属区域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中西部城市 东部城市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 2573

(0. 2206)
0. 0367

(0. 0830)
0. 4226∗∗∗

(0. 1340)
0. 1172∗∗∗

(0. 0365)

企业年龄
-0. 2583∗

(0. 1396)
-0. 0698
(0. 0800)

-0. 1298
(0. 0984)

-0. 0632∗∗∗

(0. 0219)

企业规模
0. 2540∗∗∗

(0. 0836)
0. 0447

(0. 0771)
0. 4176∗∗∗

(0. 0544)
0. 1126∗∗∗

(0. 0322)

资本劳动比
0. 0083∗

(0. 0049)
0. 0006

(0. 0026)
0. 0138∗∗∗

(0. 0039)
0. 0030∗∗∗

(0. 0011)

质量认证
-0. 0241
(0. 2113)

0. 1987
(0. 1375)

Mills
0. 1140

(0. 3861)
0. 1921∗∗

(0. 092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942 0. 2029

观测值 342 342 865 865

4.2.2　 区分企业融资约束

由于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出口成本,例如国外市场对产品工艺等具有更

高的要求以及建立销售渠道需要较大的投入费用等,这些资金需求可能无法完

全由企业自身解决,导致企业产生融资需求。 因此,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会对

企业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融资约束较大可能会使企业自身的发展面临一

定的不确定性,并对企业管理能力造成一定冲击,进一步可能对管理能力的出

口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影响。 对此本文有必要针对融资约束大小对企

业进行分组研究。 具体而言,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

是多少?”进行分组,该问题共设置了 5 档答案,本文将“无障碍”和“较小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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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的企业设定为融资约束小的一组,剩余企业的为融资约束大的一组,结果如

表 6 第(1) ~ (4)列所示。 可以看出,对于融资约束小的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意愿并且进一步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而对于融资约束

大的企业,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企业管理能力并未对企业的出口行为

产生实质的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更可能具备技术创新等

方面的优势,当管理能力提升时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出口促进作用。

表 6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融资约束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融资约束小 融资约束大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 4848∗∗∗

(0. 1220)
0. 1638∗∗∗

(0. 0563)
-0. 1162
(0. 3690)

0. 0286
(0. 0462)

企业年龄
-0. 1843∗∗

(0. 0872)
-0. 0921∗∗∗

(0. 0263)
0. 0637

(0. 2348)
-0. 0136
(0. 0327)

企业规模
0. 3398∗∗∗

(0. 0521)
0. 1177∗∗∗

(0. 0375)
0. 5665∗∗∗

(0. 1115)
0. 0672∗∗

(0. 0286)

资本劳动比
0. 0111∗∗∗

(0. 0036)
0. 0030∗∗

(0. 0013)
0. 0189∗∗∗

(0. 0064)
0. 0013

(0. 0011)

质量认证
0. 0319

(0. 1340)
0. 7604∗∗

(0. 2994)

Mills 0. 3246∗∗

(0. 1395)
0. 0109

(0. 041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2030 0. 3067

观测值 927 927 280 280

4.2.3　 区分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成完全的线性关系,换言之,规模越大的企

业并不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好的运营绩效(Dhawan,2001)。 因此,对于不同规模

的企业而言,其管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有差异化的影响,
本文针对这一视角进行讨论。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使用员工数量表征企业规

模,然后根据调查问卷中“规模”选项对企业规模进行分类:员工人数在 5 ~ 99
人之内的是中小规模企业,而超过 100 人的为大规模企业,然后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7 第(1) ~ (4)列所示。 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核心解释变量对是否出

口以及出口强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管理能力提升

对出口强度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说明在大规模企业中,随着高管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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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在进入出口市场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

高企业出口的规模。 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需要更

庞大的组织架构和更复杂的管理体系,这使得大规模企业的管理效率可能低于

小规模企业,表现出一定的规模不经济。 因此,管理能力的提升对大规模企业

的出口能够产生更强的边际效应和促进作用。

表 7　 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效应:区分企业规模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行为

中小规模企业 大规模企业

(1) (2) (3) (4)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是否出口 出口强度

管理能力
0. 4417∗∗

(0. 1737)
0. 0418∗

(0. 0242)
0. 4233∗∗

(0. 1654)
0. 0685∗∗

(0. 0298)

企业年龄
-0. 1267
(0. 1360)

-0. 0198
(0. 0231)

-0. 1956∗

(0. 1102)
-0. 0661∗∗∗

(0. 0216)

企业规模
0. 5268∗∗∗

(0. 0923)
0. 0586∗∗∗

(0. 0180)
0. 3179∗∗∗

(0. 1034)
0. 0281∗

(0. 0169)

资本劳动比
0. 0120∗∗∗

(0. 0043)
0. 0009

(0. 0006)
0. 0193∗∗∗

(0. 0053)
0. 0014∗

(0. 0018)

质量认证
0. 1572

(0. 1553)
0. 2150

(0. 2001)

Mills
0. 0363

(0. 0261)
0. 0693

(0. 105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 1691 0. 2645

观测值 645 645 562 562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稳外贸除了继续

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加快培育以管理能力为基础的企业出口竞争新优势也具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从改善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视角为提升企业出口竞

争力及进一步培育我国出口竞争优势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经验借鉴。 本文基

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展开的调查问卷数据,合理有效地度量了企业的管理能

力,在此基础上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能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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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1)管理能力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

和出口强度,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2)管理能力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出口;
(3)管理能力的出口促进作用对位于东部地区、融资约束较小、运营规模较大的

企业更加突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为:
(1)

 

为了更好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稳外贸的重要任务,要更

加明确企业在稳出口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企业通过改善自身条件以扩大出口的

积极性,切实保障出口稳定。 在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

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发挥管理能力在提高企业出口倾向和规模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以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 企业自身要积极开展管理变革,可以通

过引入具备较强管理经验特别是具有丰富海外工作履历或出口经验等背景的

高层管理者,或是使用更加先进的管理体系,通过优化改善企业管理流程以及

创新管理方式等手段来调整人力资本配置以全面增强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能力。
政府层面可以通过专项补贴或直接参与等形式,引导企业高层管理者积极参加

高水平管理培训,切实提高其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
(2)

 

要更加注重管理能力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扩大出口的作

用渠道。 对此,企业层面应充分利用管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管理能力

建设,优化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要素的

作用,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政府层面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机制改革,
推动企业完善管理结构,进一步夯实企业经营管理等基础管理,促使企业不断

加强管理革新,优化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生

产率。 除了生产率之外,自主创新也有利于稳定企业的出口,企业要更加注重

产品研发和创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重视对 R&D 的长期投入力度。 通过引进

国内外优秀专业人才或任用具有技术创新背景的管理者,使企业内部真正做到

重视创新、持续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政府部门要牢牢抓住企业作为

技术创新主体这一关键,破除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落实支持

企业创新的配套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切实为企业创新提供

支撑。
(3)

 

鉴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使得管理能力影响企业出口的效果会产生较

大的差异,因此要重视不同企业的差异性特征,为提高管理能力的出口扩张效

应提供充分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首先要充分优化自

身组织管理效率,向东部等较发达地区的企业学习或引入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

流程,以制度化的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管理效能。 此外,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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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可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融资约束

对企业发挥管理能力的出口效应会有较大影响,因此针对融资约束较大的出口

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通过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加强融资支持等政策

力度缓解其资金压力,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承担出口成本,提高企业出口的积

极性。 三是,对于中小规模企业而言,在夯实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

自身的管理能力,以有效应对成长过程中规模扩张产生的管理效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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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st
 

the
 

complex
 

and
 

intensifyin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riven
 

by
 

managerial
 

proficiency.
 

This
 

requires
 

a
 

focus
 

not
 

only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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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enterprises.
 

Drawing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Chinese
 

firm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Bank,
 

this
 

study
 

measures
 

managerial
 

proficiency
 

effectively
 

and
 

tests
 

its
 

impact
 

on
 

export
 

behavior
 

using
 

Heckman
 

two-stage
 

regression.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1)
 

Improving
 

managerial
 

proficienc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irms􀆳
 

export
 

inclination
 

and
 

export
 

volume,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sample
 

select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 2)
 

Managerial
 

proficiency
 

primarily
 

enhances
 

export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innovation.
 

(3)
 

The
 

export
 

promotion
 

effect
 

of
 

managerial
 

proficiency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less
 

financing
 

constraints,
 

larger
 

scale
 

of
 

ope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firms􀆳
 

managerial
 

proficiency
 

to
 

enhance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further
 

cultivate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
 

advantage.

JEL
 

Classification　 F14,
 

L23,
 

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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